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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４　０００多份网民的调查问卷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公众的“左”

“右”意识形态立场的现状、特征及其起源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左”

“右”派网民与西方国家的“左”“右”派在基础性政治心理特性上恰好相反，中国

的“左派”相对于右派而言，具有更为显著的威权人格特征，也更倾向于维护现

有社会秩序和传统价值，在对外态度上更为强硬和排外。右派比“左派”更关注

社会公平、限制公权力和赞同后现代价值。从信息接触和政治心理两个理论视

角进行分析后发现，媒体影响和威权人格对网民意识形态立场的形成均有明显

影响。笔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随着信息源日益多元，相对于外在的信息而

言，个体内在的威权人格对个人意识形态立场形成的影响可能会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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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２０１１年的岁末年初，中国“８０后”风云人物、当代作家兼赛车手韩
寒在博客上连续贴出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博文一
出即引发热议。令人始料不及的是，针对韩寒博文的批评和赞扬旋即
演变为一场围绕韩寒作品真伪的大讨论，各方人士就其著作是否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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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亲自所作的问题明显分成两派，并展开激烈论辩和人身攻击。经
过几个月的发展，这场最初围绕事实真伪展开的网络大战从一开始的
证据搜集和逻辑推理，最终演变为不同政治立场之间的站队问题———
立场“自由”或“右派”的网民更多地选择了否认韩寒造假，而立场偏左
的人则认定韩寒作品是他人所为。１围绕真假“韩寒”的网络大战数月
后趋于平静，但这场争论也引发我们的思考：互联网为不同立场的公众
之间开展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平台，但这些对话让他们达成了共识，还是
让他们变得更为分化？人们在判断某一事实的真伪时，既定的政治倾
向，或具体来说，其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更大，还是其接收的信息（或者
说“事实”）影响更大？令人遗憾的是，针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政治意识形
态立场的实证研究在国内几乎是空白，在国外也寥寥可数。而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普通民众在舆论塑造和实际的政治社会领域的
作用日益增强。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如何形成？与社会政治议题又
存在何种关系？这些问题无论从学术研究角度，还是现实的政策意义
角度，均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以中国网民为研究对象，对普通中国
人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起源进行实证分析，以求填补当前研究的空白。

１．此论断主要是根据卷入论战的新浪微博、凯迪社区、天涯论坛等网络社区的博客、微博客、
网民回帖等做出的初步判断，更为严谨的结论可能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一、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研究现状回顾

（一）概念梳理
意识形态是现代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影响人们政治参与和

政治表达的重要变量。在现代汉语的语义中，意识形态一直是一个具
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词汇，该词汇一般并不作为一个价值中立的学术概
念来使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意识形态界定为“代表统治阶级根
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的特征是用幻想的联系取代
并掩蔽现实的联系”（俞吾金，１９９３：１２９）。但这种整体主义的和带有
价值倾向的界定显然忽视了不同群体和阶级内部的个体存在的意识形

态立场差异的可能性，难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来分析当前中国普通民
众的意识形态立场。为了能从更为客观的角度分析普通大众的意识形
态，我们需要一个价值取向上更为中立和表述上更为严谨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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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证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基本上是二战之后的事情。早期
的相关定义过于宽泛且具有较强的模糊性，并未将其与其他相似概念
严格区别。康福斯（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２００６）对此批判地指出，意识形态在概念
化的过程中陷入被混乱使用的困境，因而主张采用“信念体系”（ｂｅｌ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这一术语，将之视为“一种因受到某些约束形式或者功能性互
赖关系的影响而形成的观点和态度结构”。同样的，马林斯（Ｍｕｌｌｉｎｓ，

１９７２）认为，意识形态是持有一定的历史观，对未来社会发展形成认知
与评价，以及计划采取集体行动来维持、改变或改造当前社会的一种逻
辑连贯的象征体系。汉密尔顿（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１９８７）梳理了以往学界关于
意识形态概念的相关文献，抽取其中涵盖的２７种组成要素或定义标
准，并在此基础上对该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意识形态是一种共有
的规范性的观点、信念和态度，提倡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组织模式，
或者旨在证明某种行为模式的合法性。
综合以往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简单地理解为“一套有

关什么样的秩序才是社会的正确秩序以及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秩序的信

念体系”（Ｅｒｉｋ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ｄｉｎ，２００３：６４）。持有同一意识形态立场的公众
往往容易在特定的议题上达成一致，而不同的政治派别在政治态度和
政治理念方面则会泾渭分明，在持有异议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显著的
差异性，并且还会在政治光谱的位置中得以充分体现 （Ｎｉｅ　ａｎｄ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１９７４：５４１）。

“左”与“右”是人们在论及意识形态时使用最多的一对词语。在形
形色色意识形态构成的政治光谱中，“左”与“右”处于两极，用于指代人
们对理想的政治世界和现实政治中的特定议题所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甚

至完全相反的态度倾向。一般公众囿于时间和精力等条件的限制，无
法全面了解相关的政治议题和政治信息，而意识形态标签便为他们理
解政治生活提供了有意义的线索、捷径或启示性的帮助，这不仅可以促
进政治沟通与信息交流，还能够有效满足公众形成舆论和进行决策时
的信息需求，从而做出合理的政治评价和选择（Ｚｅｃｈｍｅｉｓｔｅｒ，２００６）。因
而，“左”与“右”便如同政治世界中的指南针，帮助个体在特定的政治活
动空间中定位自己，从而更为明确自己的政策立场和投票选择，从中可
以看出意识形态对政治行为（如投票行为等）的预测作用。
那么，意识形态具有何种特定的内涵？目前国内外流行很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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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流派，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这些流派的主张也会有所变化。大多
数流派的主张主要是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
维度上存在差异。一般来讲，在西方国家，左派往往较为激进，主张国
家干预和建设“大政府”，推进社会平等和福利国家建设，对社会底层民
众抱有同情，往往与“平等”“进步”“变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词
汇相关；右派则相对保守，认同习俗、纪律和秩序，坚持民主和自由价值
观，支持市场自由竞争原则，反对政府干预和高福利。“秩序”“民族主
义”“个人主义”“保守”“法西斯主义”等往往成为右派的标签。
但意识形态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博比奥（２０１２）指出，政治话语体

系中的“左”与“右”的涵义会因时间的变迁和国别的差异而发生变化。
他主张“平等”是“左”与“右”在各种不同议题上态度差异最大的议题，左
派强调平等的结果，右派则注重机会的平等并承认人与人之间实际存在
的合理范围内的不平等。史密斯（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０）对美国二战以来的意识形
态发展趋势分析后发现，美国的意识形态相对于保守主义而言，总体上
变得更为自由，或者说更加偏“左”，其内涵也有所变化。埃文斯和怀特
福德（Ｅｖａｎｓ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８）梳理了前苏联解体前后“左—右”意识形
态立场随着政党体制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历程。在解体之
前，前苏联将自己定位为“左翼”政体，将政权反对者视为“右倾”势力，将
其支持者看作“左派”势力。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左翼”指支持改
革的亲市场、民主和自由派人士，“右翼”指维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体
制现状的群体。前苏联崩溃后，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俄罗斯的“左”“右”翼在
人口基础和关注的议题上均经历了变化。
中国的“左”与“右”的内涵也同样有随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的特

点。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期间以及在建立全国性政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
间里，“左”往往和“冒进”“激进”“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右”往往与
“投降”“保守”“妥协”“资本主义”等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后，“左”
“右”内涵有了一些变化。在知识精英和学术界，“左”“右”之争自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来逐渐公开，并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分析（朱学勤，

２０００；徐友渔，２００６，２０１２；谢岳，２００３；高超群，２０１１）。随着互联网的迅
速普及，当今许多知识界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在“左”“右”立场上已不
再遮掩，而大众中间的“左”“右”分化也迅速显现。但是，当今中国大众
层面的“左”“右”派是否和精英层面的“左”“右”派具有相同的心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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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态度？“左”“右”派是否也像前苏联和俄罗斯那样发生过转移？
对此，我们仍不得而知。

（二）意识形态立场的形成
意识形态立场是如何形成的？国外学者对此的研究较为深入且广

泛。通过梳理这些文献，我们认为影响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论大体可分
为三类：“心理（或人格）动机论”“信息接触论”和“基因遗传决定论”。

１．“威权人格论”
“威权人格”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便引起学

者的关注，他们逐渐开始探讨这种特殊的人格特征与政治社会态度乃
至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所在。阿多诺等（Ａｄｏｒｎｏ，ｅｔ　ａｌ．，１９５０）于１９５０
年提出 以 希 特 勒 法 西 斯 政 权 社 会 心 理 为 基 础 的 “威 权 人 格”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概念，并把它运用在政治意识形态研究中。
他们指出，个体的信念体系是“人格特点的反映，而不仅仅来自于意识
形态环境的杂乱无章观点的整合”（Ａｄｏｒｎｏ，ｅｔ　ａｌ．，１９５０：１７６）。之后，
很多学者也对该问题做了较为细致且深入的研究，大多主张威权人格
的最为突出的特征表现在，该特征较为明显的公众往往更为偏右和保
守，支持现有政府；反之亦然。奥特迈耶（Ａｌｔｅ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６）是研究威权
人格和意识形态立场关系的代表学者，他将右翼威权主义（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简称ＲＷＡ）作为新的人格特征重新对威权人格进行
了阐释，主张这种人格主要由三种核心要件构成并协同发挥作用，即
“威权式服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对于权威持不加批判的服从态
度）、“威权式攻击”（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针对不服从于现政权者和
规范违反者的攻击倾向）和“传统主义”（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坚持传统规
范与价值）。奥特迈耶（Ａｌｔｅ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６）的研究也显示，威权主义追随
者主张权威高于法律，机械地仿效和接受权威的任何主张、信念和教条
而不知变通，思考时缺乏逻辑，甚至观点还会自相矛盾。在文化上坚持
保守主义态度，会坚决捍卫权威所倡导的规范与习俗，遵从“男尊女卑”
的传统家庭结构。不过，奥特迈耶（Ａｌｔｅ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６：９）也指出，威权人
格并不必然和右翼相联系，而是因为在北美地区持有左翼威权人格的
人极少，因而将威权人格称为“右翼威权主义”。他还认为，右翼威权主
义和社会支配倾向（Ｓｏｃｉ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简称ＳＤＯ）构成了威
权人格的两个方面，右翼威权主义主要表现为威权式服从，而社会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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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则表现为威权式支配。反映在具体的人格特征方面，又可以区分
为服从性和支配性两种人格。其中“服从性人格”（Ｔｈｅ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ｖ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主要体现为甘于效仿并服从权威的统治及其确立的社会规
范，而不会诉诸独立而批判性的评价，其观点往往未经整合因而表现出
不一致性；“支配性人格”（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主要以群体间关
系是平等的还是分等级的为主要特征，亦即某群体在多大程度上期待
支配外部其他群体。奥特迈耶（Ａｌｔｅ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６：１７６）进一步指出，当
一个社会中具有“社会支配倾向”的精英和具有“右翼威权主义”特征的
大众联盟以后，那么“两股势力被锁定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将整个国家
带向死亡漩涡”。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都认为个体的人格特征与其意识

形态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特定的人格特征决定了其所持有的自由／
保守的政治倾向。卡尼等（Ｃａｒｎｅｙ，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从“左—右”单维意识
形态结构出发，以大五人格结构为基本的理论框架，探究了７０余年来
有关人格特征和意识形态立场关系的已有理论和观点，发现这些研究
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具有较强开放性人格特征的个体往往会坚持自
由主义立场倾向，责任性较强的个体则会倾向于支持保守主义立场，而
外向性、情绪稳定性和随和性与意识形态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另
外，以乔斯特（Ｊｏｓｔ，２００６）为代表的心理学家认为，人格与环境变量通过影
响人们的心理需要进而影响其政治意识形态倾向。他们从认知动机的
心理机制出发，认为人们根据其动机性需要对自由／保守意识形态倾向
进行选择。当个体的生存性动机增强时，即对于环境的不安全感增强
时，就有可能转换为支持保守主义，因此，在出现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的时期，保守的政策或右翼派别的领导人更容易获得支持。
但人格特征塑造了政治态度的论断并非学界的共识。有学者指

出，将人格特征与“左—右”意识形态的关系看做前者引发后者的因果
关系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Ｖｅｒｈｕｌｓｔ，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费尔哈斯 等
（Ｖｅｒｈｕｌｓｔ，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认为这些研究误把相关关系当作因果关系。
他们的分析结果认为，应该是二者共同受到潜在的基因遗传因素的影
响。总而言之，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国外学术界将威权人格特征等因
素视为意识形态立场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心理学视角的分析一直在
意识形态研究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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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在众多文献中，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从心理学角度分
析中国人意识形态立场形成的实证研究成果。

２．“信息接触论”
在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除了人格特征的影响外，信息接触被认

为是另外一大因素。这一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家庭环境、学校教育、与
他人交流、媒体接触等各种途径习得政治知识，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自己
的政治倾向。因此，能够接触什么样的信息对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立场
的形成至关重要。通过控制民众接触的信息来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几
乎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都存在，在这方面，媒介的“议程设置”
（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理论是该流派的代表性理论。李普曼（２００６）就曾指
出，新闻媒介在设置公众议程方面具有核心作用。而“议程设置”作为
一种研究理论，由麦库姆斯和肖（ＭｃＣｏｍｂ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ｗ，１９７２）在１９７２年
提出。他们此后积累的研究证据总体上支持其假设，即“新闻记者确实
深刻地影响着受众心中关于世界的画面”（麦库姆斯，２００８：１９）。
不少学者认为，媒体和精英如何看待和表述某一舆论话题，即媒体

精英话语，对大众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
被称为“框架效应”（ｆｒａ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框架”往往通过选择性报道、措
辞、修饰语、图形或形象、因果解释和道德评价等方式对某一议题提供
一种主导性视角来影响公众对争议性议题的评价，“以便促成人们对某
一议题或问题予以定性、归因解释、道德评估或处置意见”（Ｅｎｔｍａｎ，

１９９３）。以美国人为调查对象的大量研究也都证实了媒体、精英、党派
等可以通过“框架”来影响普通公众的政治倾向（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６；

Ｃｈｏｎｇ，１９９３；Ｍｕｔｚ，２００２；Ｄｒｕ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１；Ｄｒｕｃ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ｌｓｏｎ，

２００３）。但是，媒体框架在中国是否存在？它是否会影响中国人的政治
倾向？

在威权国家，政府通过控制信息来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是常见
的做法。但是，威权国家并不会完全控制政治信息的传播，特别是在
互联网时代。中国传媒业在历经商业自由化改革之后，大量的非官
方媒体应运而生，中国公众接收信息的倾向和偏好也发生了相应改
变。斯托克曼（Ｓｔｏｃｋｍａｎｎ，２０１０）研究指出，公众对于在商业化改革
过程中应运而生的非官方媒体的信任度更高，因而也更倾向于从非
官方渠道获取政治信息。近年来，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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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论坛、博客等新兴的网络平台为政治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
道，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空前增加。互联网由于其自身特点而较少
受到官方的严密控制。不仅如此，当传统的电视、报纸等媒体刻意对
一些信息讳莫如深，甚至避而不谈时，公众便会更加依赖网络媒体、
小道消息等非正式渠道获取相关信息，并进一步形成其对于某一议
题的认知与观点。因此，即使政府对互联网信息采取了各种管制措
施，当前中国仍然存在多种非官方信息渠道。这些渠道为公众，特别
是网民提供了许多和官方媒体信息有很大差异的非官方信息。近年
的研究显示，对互联网信息和小道消息的接触使中国公众在诸如政
治支持等政治态度上出现了差异，这些信息渠道的出现对政治支持
造成负面影响（Ｌｕ，２０１３；Ｚｈ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媒体信息所内含的“框
架”会影响公众的政治支持也在一些研究中被证实（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ｕｈｅ，

２０１４）。不过，目前尚无相关研究表明信息接触是否也对中国公众的
意识形态立场产生影响。

３．“遗传决定论”
与传统的两大理论———“威权人格论”和“信息接触论”相比，“遗传

决定论”直到本世纪初才出现。２００５年，奥福德等（Ａｌｆｏｒｄ，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他们以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同卵和异卵双胞
胎为对象，研究发现，意识形态发生的变异可以在４０—５０％的程度上用
遗传因素予以解释，并且主张基因在决定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远远胜于
环境或者社会化的作用（比如，父母的影响仅为１１％）。该研究成果发表
之后引起学术界不小的争议。查尼（Ｃｈａｒｎｅｙ，２００８）、史密斯（Ｓｍｉ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费尔哈斯（Ｖｅｒｈｕｌｓｔ，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２）等人围绕这一主题
展开研究并发表了相关成果。不过，相较于前两种研究取向，“遗传决定
论”尚未成为主流。
上述有关意识形态起源的研究为后续的研究积累了良好的理论基

础。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研究大多以西方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背景
下的民众意识形态立场为研究对象，而这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当前民
众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形成仍然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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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设、概念操作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内容主要分两部分。首先，我们将对中国网民的意识形
态立场做一素描，实证地分析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与其心理特性的关
系，分析其立场与他们在诸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后现代价
值观等政治社会话题上的态度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希望
能为读者提供一个中国网民意识形态立场的基本认识。

２．奥特迈耶（Ａｌｔｅ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６）之所以把威权人格和右翼放在一起来使用，主要是因为在他看
来，北美的威权主义（或威权人格）较强的人基本都是右翼，威权主义的左翼极少。但他并未
认为在所有国家都可以把威权人格和右翼等同起来。

３．尽管沃豪斯特等（Ｖｅｒｈｕｌｓｔ，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３４－５１）的研究认为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并
非因果关系，而是共同受到基因的影响，但本研究无法判断该理论在普通中国网民中的适用
性，所以不予采用。

其次，我们将对网民意识形态立场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我们通
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到，目前较为主流的解释意识形态生成原因的理论
视角主要是心理学视角的“人格论”和传播学视角的“信息论”，“基因遗
传论”尚未成为主流。考虑到我们的研究条件尚不能对基因视角的理
论进行检验，因此，本研究将主要从前两个视角分析中国网民的意识形
态立场的形成原因。

（一）研究假设
１．“威权人格假设”
“威权人格论”假定意识形态立场是个体内在的心理特性。尽管这

种内在特性的形成可能与家庭、学校等外部社会环境存在交互关系，但
当它形成以后便不会轻易改变。从这个视角看，个体对外部信息的接
收或接受源自个体内在的心理动机，这些信息只是强化了其内在的既
定政治倾向，而不会改变它。奥特迈耶（Ａｌｔｅ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６）以北美地区
的人群为对象的研究显示，威权人格往往与右翼群体相联系，并指出了
威权人格对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２而在当今中国，根据我们的初步观
察，与北美不同的是，被称为“左派”的群体相较于“右派”而言具有更强
的威权主义倾向。３因此，本文将要检验的第一个假设就是：
假设１：中国网民的威权人格越强，其意识形态立场越偏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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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媒体信息与意识形态
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强调信息对人们认识和判断问题发挥着

重要作用，这一理论假定人们在某一问题上的观点、立场和偏好受制
于其所接收到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所内含的属性和倾向。该理论把
个体的政治倾向看做外部信息作用下的产物，而非其内在的心理特
性或行为特性所决定。威权国家也往往相信，通过控制媒体可以达
到控制人们政治倾向或政治支持的目的。从前面的文献回顾中可以
看到，已有针对中国媒体与公众政治支持的研究，但尚未有研究实证
地分析网民的信息接收并接受对其意识形态立场会产生何种影响。
鉴于中国的“左派”在很多政治态度上与官方更为接近，因而，我们提
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２．１：网民接收并接受的官方政治信息会强化其“左派”的意

识形态立场。
假设２．２：网民接收并接受的非官方政治信息会强化其“右派”的

意识形态立场。
以上两个理论视角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但哪种理论对现实中

的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更具解释力呢？从逻辑关系来看，我们
认为，个体的心理特性———威权人格的形成要早于政治信息对其产
生的影响，并且威权人格的形成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其接收
的政治信息。因此，我们认为，公众在接触实时的政治信息之前已经
形成稳定的人格特性，这种人格特性可能会影响其对不同媒体信息
的选择和接受，也可能会强化其意识形态立场或使之更为清晰。因
此，本文首先把威权人格和媒体信息作为两个独立的自变量来分析
其对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这主要通过回归分析来进行。在此基础
上，本文再将威权人格作为自变量，分析其对媒体信息（中介变量）和
意识形态立场（因变量）的影响。这一分析通过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
来进行。本文的理论框架，也就是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可以用
图１来简要表述。

（二）概念的操作化
为了对意识形态立场进行描述性分析和验证上文所提出的假设，

我们需要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操作化。在本文中，“左—中—右”意
识形态立场、威权人格、媒体影响力、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外交态度、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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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理论模型

力限制、社会公平、后现代价值观、传统主义是文章所涉及的重要概念。
由于涉及的概念较多，我们将重点对一些关键概念的操作化加以解释，
对其他概念的测量仅做简要说明。

１．意识形态立场
通过回顾文献，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国外研究大多集中于探究

美国公众的意识形态立场特征，并且其间大多集中采用两种测量方法：
（１）根据受访者的自我定位（ｓｅｌｆ－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进行测量，也即让受访者自
己判断和回答属于何种派别———左派（自由派）／右派（保守派）或党派
归属（Ｃｏｎ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Ｆｅｌｄｍａｎ，１９８１；Ｓｃｈｒｅｃｋｈｉｓｅ　ａｎｄ　Ｓｈｉｅｌｄｓ，２００３）；（２）
以一系列不同的议题为指标设计量表，根据受访者对于特定问题所给
出的答案为基本参考依据，进而对受访者进行意识形态立场的划分
（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０；Ｗｙｃｋｏｆｆ，１９８７；Ａｂｒａｍｏｗｉｔｚ　ａｎｄ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１９９８；Ｔｒｅｉ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ｌｌｙｇｕｓ，２００５）。总体上来看，相较于受访者自我定位的测量，以
系列议题为测量指标的研究要更为多见。黎安友和史天健（Ｎａｔｈａｎ
ａｎｄ　Ｓｈｉ，１９９６）曾在１９９６年对普通民众的“左—右”意识形态立场进行
了分析，但该指标在测量效度上存在较大问题。直到２００９年之后，国
内有关中国网民和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实证研究才陆续出现，
乐媛和杨伯溆（２００９）、张明澍（２０１３）等对如何测量意识形态均有分析。
吴晓（Ｗｕ，２０１４）在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中国网民信念体系分布的研究中，
采用了“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中的评价指标。但该测量由于缺少中立
项，受访者不得不被动地对自己进行“左—右”立场划分，从而无法较为
准确且客观地反映意识形态立场的分布。网络名人“破破的桥”曾分析
过中国的“极左”“左派”“极右”和“右派”，他的分析在理论层面有存在
的可能，但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对“极左”“左派”“极右”和“右派”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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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与测量却非常困难。４马得勇和张曙霞（２０１４）从“个人权利—国家权
力”（政治维度）、“政府干预—经济自由”（经济维度）和对毛泽东功绩的
态度（历史遗产维度）三个维度设计出了测量中国普通民众意识形态
立场的指标体系，并根据该指标对网民意识形态立场进行了测量（参
见表１）。相比较而言，我们认为该测量指标具有更高的测量效度。这
一划分方法把受访者的意识形态立场从左至右看做一个连续变量而非

类别变量，越靠近两极，表明其左右立场越鲜明。５由于该文对指标体
系的选取原则和理由进行了详细分析，本文将直接采用该指标，在此不
再赘述。

４．大多数人认为网络上流传的“断桥：‘极左’、‘左派’、‘极右’、‘右派’的区分与现状”一文是
秦晖所做，但“破破的桥”在其新浪博客上称此文是他撰写，后误传为秦晖所做。参见其博客：

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５６ｆｃ０ｃａａ０１００ｓｘ８７．ｈｔｍｌ。

５．关于意识形态结构问题，国外已有不少研究讨论过意识形态到底是单维的、垂直的，还是
多维的。根据他们的研究，如果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不作为单一的维度（Ｓｉｎｇｌｅ　Ｌｅｆｔ－Ｒｉｇｈ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而是作为垂直的维度（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来进行分析，实证分析结果也仍然
显示二者存在负相关，因此将“左—右”意识形态立场作为一个连续变量来分析是一个合理而
且简介的选择。由于该问题过于复杂，故不做详细讨论。有关综述性文献可参考：乔斯特
（Ｊｏｓｔ，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和刘取芝等（２０１３）。

表１：意识形态立场测量指标
测量维度 指标 立场

个人权利ＶＳ国家权力 世界上并不存在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 左

人权高于主权 右

经济自由ＶＳ政府干预 土地产权应该归个人而不是国家 右

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其他重要国计民生的领域，
必须由国有企业掌控

左

历史遗产 毛泽东犯的错误相对于他的功绩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左

　　注：本表引自马得勇、张曙霞（２０１４）。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本指标体系中的测量指标是对国内知识界所
关注的话题加以简化提炼而成，有的看似与目前政府提倡的话语存在
某种重合，也有政府反对的话语指标，但这不是我们设计指标的初衷。
我们的意识形态立场测定指标主要从“个人权利—国家权力”（政治维
度）、“政府干预—经济自由”（经济维度）和对毛泽东功绩的态度（历史
遗产维度）三个维度设计的，而非依据对政府话语的支持与否。事实
上，我们认为在目前政府的话语体系中，对民主、法治、人权、市场等很
多领域均有表述，而本指标即使与之有所重合，也仅仅限于上述三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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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这三个维度中，除了作为体制遗产的维度外，前两个维度在其他
国家也是导致左右分野的基本观念体系。

２．威权人格
关于威权人格的测量，奥特迈耶（Ａｌｔｅｍｅｙｅｒ，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在研究右翼

的威权人格特征时，主要从威权式服从、威权式攻击和传统主义三个维
度进行测量，在不同的维度设置相关的问题供受访者回答，最后通过分
数加总的形式来确定某人的威权人格特征的程度。鉴于数据库相关测
量指标的欠缺，本研究着重从威权式服从和传统主义两个维度对威权人
格进行测量。为此，笔者选取了６个指标，并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出威权
人格因子（见表２）。各指标的因子荷载量如附录４所示。

６．媒体信息接收度：原始问题为：“请问您经常从下列这些途径收听或收看政治类新闻吗？”

１．中央电视台；２．人民日报和新华社；３．新浪等门户网站；４．微博；５．小道消息；６．海外媒体。
备选答案为：０＝“几乎没有”；０．３＝“偶尔有”；０．７＝“经常如此”；１＝“几乎天天如此”。媒体
可靠度：原始问题为：“请问您觉得这些渠道的消息可靠吗？”备选答案为：０＝“完全不可靠”；

０．３＝“不太可靠”；０．５＝“一半一半”；０．７＝“比较可靠”；１＝“非常可靠”。由于Ｆ和Ｔ的取
值范围在０－１之间，因此，“媒体影响力”（也可称为“政治信息接收—接受度”）的值也将分布
在０－１之间。６类信息渠道的政治影响力指数由此得到。

表２：威权人格的因子分析（Ｎ＝３　６８２）
指标 因子荷载量

１．政府的领导就像大家庭的家长，任何人都应该服从他们的决定。 ０．８２６
２．即使父母的要求不合理，子女也应该照办。 ０．７２３
３．服从自己的上司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是理所当然的。 ０．７６４
４．政府政策即使错了，老百姓也应该服从。 ０．８５３
５．只要领导人的品格高尚，那么任何事情都可以交给他们办。 ０．８０６
６．国家领袖的肖像不能随便用在漫画中。 ０．７１５

　　注：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共提取了１个公共因子。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
０．８９２，ｐ＜０．００１。方差贡献率分别为：６１．２８８％。赋值：１＝非常反对；２＝
反对；３＝同意；４＝非常同意。　　

３．媒体信息影响力
扎勒（２０１３）在其《公共舆论》一书中指出，公众接触信息的多少并

不等同于其接受信息的多少，因此，媒体信息对公众到底产生了多大影
响，要看其接收并接受的程度。同样，我们认为，网民在各个网络平台
上接触各类政治信息之后，也存在一个接受的问题。因此，把实际的媒
体影响力看做是接收比率与接受比率的乘积（参见公式１）。

［公式１］媒体影响力（Ｍｉ）＝媒体信息接收度（Ｆ）×媒体可靠度（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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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媒体信息接收或接触（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的测量，我们
是通过询问受访者经常从哪些信息渠道收听、收看或浏览各类政
治新闻来操作化的。根据政治信息的不同来源，我们可以将其划
分为官方与非官方信息来源渠道。此外，我们还知道，中央电视台
和《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主要是官方进行政治信息传播与扩散的
主要宣传阵地，因而将网民对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等媒体的
接触频率作为衡量其对于官方信息的接收程度；而诸如微博、小道
消息、海外媒体等均属于非官方主导下的信息渠道，这些信息渠道
被接触的频度被视为非官方信息的接收度。当然，事实上的媒体
影响力是否存在这两个基本分类，需要通过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
后才能确定。

４．其他概念
关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概念差异及其测量，由于已经有研究

做过分析和介绍，本文不再做重复讨论。７对于社会公平、权力限制、

后现代价值观、外交政策态度、传统观念等的测量，我们结合中国当
下的情境设计了一些指标，并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作为各个变
量的测量指标。对于这些指标设计的逻辑，由于篇幅所限，不在文中
特别列出，如果读者有需要，可以跟作者联系索取相关数据。

（三）数据收集
本文之所以以中国网民而不是全体中国民众为研究对象，一个重

要原因是样本收集的便捷性，但便捷的方式往往是以牺牲样本的代表
性为代价的。由于抽样方法的缺陷，本研究中的网民样本并不能代表
普通中国人，他们也未必能够代表中国的网民总体。我们首先将对抽
样方法做简要介绍，然后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的稳健性检验来分析样
本质量。

７．参见：马得勇（２０１２）。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有兴趣的读者可根据该综述引用
的文献查找相关的英文文献。

从２０１２年开始，我们开始通过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网民的
政治态度的数据。２０１３年对问卷和调查方法做了进一步改进。

２０１４年５—６月，调查小组采用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同时在爱调研
网、新浪微博、凯迪社区、天涯论坛等网络社区发布答题链接，邀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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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自愿进行答题。８

在样本的收集过程中，我们剔除了答题时间少于７分钟的问卷，并
通过人工浏览问卷的方式，剔除了一些明显不认真答题的问卷。我们
最终收集到有效问卷４　１２９份。除了样本抽样的缺陷外，通过这种收
集方法能否获得网民的真实态度和意见也是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我
们目前对此尚无法做出确定判断，但我们认为样本的可信度可以接受
的理由有：第一，在没有强迫的前提下，如果网民花费１０—３０分钟来回
答问卷，那么他应该是认真作答的（一部分不认真作答者可以通过答题
时间予以剔除）。爱调研用户通过答题可以获得积分奖励，而新浪微
博、凯迪社区的答题者除了能获得答题后的基本统计结果外，什么收益
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答题，那么应该是认真回答的。第二，
由于答题者并不直接面对受访者，他们可能不像面访时那样存在戒备
心理，因而可能会更容易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当然，这种抽样方法
显然遗漏了不愿答题的群体，我们目前尚无法了解这一样本群与答题
者样本群之间在哪些方面存在差异。

８．爱调研网（也称问卷网，ｗｗｗ．ｗｅｎｊｕａｎ．ｃｏｍ）是一个专门从事网络调查的公司，该网站有注
册用户４００多万。网站每天向注册用户发送包括各种商业调查在内的问卷链接，注册用户自
主选择答题与否。作为回报，答题者将获得积分或者等量货币奖券，积少成多后可兑换小奖
品或电话费。我们在爱调研网上收集样本即是通过此种方式。新浪微博上的样本收集则通
过调查小组若干名成员每天向微博用户发送答题链接的方式吸引答题者自愿答题。凯迪社
区和天涯论坛的样本收集则是通过在该论坛上发布答题帖子的方式来吸引论坛用户答题。
为了避免重复答题，我们在网络调查时设定每台电脑只能填写一次问卷。

三、网民意识形态立场素描：心理与态度

意识形态的争论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在中国思想界重新热闹
起来，“左”“右”派知识分子之间展开激烈论战，并发表了大量文章。随
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中国的“左”“右”之争迅速扩散至普通网民和
大众。近年来，网民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问题以及各种国
家政策上均出现了明显分裂。具有不同观点和立场的网民通过论坛、
微博、博客和微信等新媒体展开交流和对话，也出现了相互的攻击和谩
骂。“左”与“右”成为时下划分不同政治观点的一个基本界线。但在秦
晖（秦晖，２０１３；秦晖、韩福东，２０１３）看来，当前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左
派和右派，他自己也并不认同被归为右派。不过，我们认为中国不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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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左”“右”派，而是中国的“左”“右”派与西方的“左”“右”派有显著的
差别，容易造成混乱。与西方国家相比，在中国语境下形成的“左”与
“右”具有何种特别的意涵？“左”“右”派公众具有何种政治心理？其对
特定的政治社会问题又会如何评价？偏左和偏右的公众会在哪些议题

上呈现对立？他们是否会在特定的议题上达成共识？这些都是值得我

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对于知识界的“左”“右”之争，学界已有不少研
究做了梳理，本文不再对知识界的意识形态之争进行过多分析，本研究
的对象将聚焦于普通的中国公众的意识形态立场。因为在我们看来，
普通公众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原因未必和精英相同，不同意识形
态立场的民众在心理特征和政治社会议题上的态度也未必和精英相

同。因此，对大众的意识形态立场进行实证分析非常必要。

９．各议题（即变量）均由若干个指标经因子分析后提取出一个公因子。左中右立场因子值越大
表示立场越偏右。威权人格因子值越大表示威权人格越强。强硬外交因子值越小表示对外交
政策态度越强硬。爱国主义因子值越小表示越爱国。民族主义因子值越小表示此类情绪越强。
社会公平因子值越小表示越支持社会公平。限制权力因子值越小表示越支持限制权力。支持
现秩序因子值越小，表示越支持现秩序。后现代价值因子值越小表示越支持后现代价值观。继
承传统因子值越小，表示越支持中国传统价值。因篇幅所限，具体问项及因子荷载量数据可与
作者联系索取。

此前的研究指出，中国网民出现了明显的“左”“右”派分化，右派网
民在数量上远多于“左派”网民（马得勇、张曙霞，２０１４），但对于“左”“右”
派网民的政治态度、心理特征和价值观等未做更多描述。在本研究中，
我们首先对“左”“右”派网民进行更为细致的描述。为此，我们选取了威
权人格、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强硬外交、支持现秩序、限制权力、社会公
平、后现代价值以及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等９个方面的议题，来了解网
民的左右立场与这些方面的关系。９通过相关关系分析我们得到了一个
相关关系矩阵。从表３可以看到，网民的“左”“右”立场与爱国主义、强硬
外交态度和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相关关系较强，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６３２、

０．６３１和０．７７４。与民族主义的相关系数为０．５６８，与威权人格的相关系
数为－０．５６３，与社会公平的相关系数为－０．２０３，与限制权力的相关系数
为－０．３３７，与后现代价值观的相关系数为－０．３２４，与继承传统的相关系
数为０．３３４。以上相关均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统计显著性ｐ＜０．０１）。也
即，相较于右派，“左派”网民的威权人格更强，在外交政策上的态度也更
强硬，表现得更加爱国，其民族主义情绪也更为强烈。相较于右派，“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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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也更加倾向于坚守传统价值和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相较于“左
派”，右派网民则更倾向于主张对权力加以限制，更加重视社会公平问
题，对后现代价值观也更为支持（比如，赞同同性恋也有结婚的权利）。

综上所述，“左派”与右派在威权人格、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强硬外
交、维护现政权和保守传统方面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分歧，从而也构成两
大政治群体相对明显的立场差异。通过这一分析可以看出，“左派”网
民相较于右派在心理特征上更具威权人格，在外交上更具“鹰派”和民
族主义特征，他们也更为因循守旧，遵守传统社会规范和现存社会秩
序。他们和美国等国家的“保守派”或“右派”在心理特性和看待世界的
思维方式上更为相似，而中国的右派则与“自由派”或“左派”更为相似。
只不过需要提及的是，中国的“左派”支持的现有秩序是社会主义体制，

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右派（或保守派）支持的则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国
的“左派”要保守的传统是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意识形态，而西方的右派要保守的传统则是西方的文化（比如基督
教文化）和自由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因此，中国的“左”“右”派和西方
的“左”“右”派并不是完全颠倒的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差异。由于中
国的“左派”（或右派）和美国的右派（或左派）在心理特性和思维方式上
相似，但其具体支持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又非常不同，这就使得其在
看待中美两国各自的社会问题和外交问题方面往往表现出激烈的对抗

态势。这不难从两国的网络论坛上的“左”“右”派的发言中找到例证。

中国的“左”“右”派与西方的“左”“右”派在立场和诉求上缘何出现错置
和差异，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本文不做进一步分析。

四、网民意识形态形成原因：心理抑或信息

１０．因变量是“左中右意识形态立场”。对“人权高于主权”“国企掌控经济”“毛泽东功大于
过”“土地私有化”和“否定普世价值”这五项指标经因子分析提取的一个公因子作为“意识形
态立场”变量。“左中右立场”因子值越大，表示立场越偏右。（转下页）

　　中国网民的“左—右”意识形态立场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按照
既有的理论模型，我们建立了关于网民意识形态立场的线性回归分析
模型（见表４）。１０为了增强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我们按照样本数据来
源，分别以全部样本、新浪微博用户、爱调研用户、凯迪社区用户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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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包括接受调查者发送、通过其他答题网站等途径参与调查的用
户）为样本分析对象，建立了５个回归分析模型，其中我们还将网民的
性别、年龄、政治面貌（中共党员）、教育水平、收入等级以及政治知识水
平等社会人口学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从这５个回归模型中可

（接上页）自变量：性别：１＝男；０＝女。年龄段：１＝“１８－２５”；２＝“２６－３５”；３＝“３６－４５”；４＝
“４６－５５”；５＝“５６－８０”。教育水平：１＝初中及以下；２＝高中；３＝大专及以上。中共党员：１
＝中共党员；０＝非党员。收入等级：１＝“低收入”；２＝“中低收入”；３＝“中等收入”；４＝“中高
收入”。政治知识：１０个政治中立信息问项，问题分别为：“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几
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哪一年召开的？”“美国总统一届任期是几年？”“中共十八大是哪
一年召开的？”“现任英国首相是谁？”“‘改革是由问题倒逼产生的’这句话是哪位领导人说
的？”“我国的农业税是在谁担任总理是取消的？”“现任中央纪委书记是谁？”“现任中国国家主
席是谁？”“现任台湾‘总统’是谁？”。其中：０＝错；１＝对。通过求和来得到测量政治意识水
平，求和所得的值０—３＝“低”（赋值为１）；４—７＝“中等”（赋值为２）；８—１０＝３“高”（赋值为

３）。各个自变量之间已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

表４：意识形态立场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所有样本 新浪微博 爱调研 凯迪社区 其他用户

威权人格 －０．３９１＊＊＊ －０．４０８＊＊＊ －０．２７２＊＊＊ －０．４１７＊＊＊ －０．５０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９）

官媒影响力 －０．２４５＊＊＊ －０．２３７＊＊＊ －０．２０４＊＊＊ －０．２７０＊＊＊ －０．１９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３）

非官媒影响力 ０．２９８＊＊＊ ０．３３６＊＊＊ ．１７８＊＊＊ ０．１２４＊＊ ０．２４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１）

性别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７） （０．１２６） （０．１０３）

中共党员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２ －０．１０６＊＊＊ －０．０９１＊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３）

年龄 ０．１４８＊＊＊ ０．１０７＊＊＊ －０．０５３＊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６）

教育水平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７８）

收入等级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５）

政治知识水平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４）

Ｒ２（调整后Ｒ２） ０．４８１　 ０．５６６　 ０．１８６　 ０．３８３　 ０．５４８
（０．４８０） （０．５６３） （０．１８２） （０．３６８） （０．５３９）

样本数 ４　１２９　 １　４６３　 １　６１２　 ４０１　 ４４８

　　注：１．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２．表中数据为标准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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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现，威权人格对于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最为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
分别为－０．３９１、－０．４０８、－０．２７２、－０．４１７和－０．５０３，ｐ＜０．００１），亦
即威权人格特征较为明显的网民，往往在意识形态立场光谱中占据偏
左的位置，因而我们提出的假设１得以验证。从分析结果还可以看到，
网民同时也显著地受到来自不同媒体的影响，网民受官方媒体影响越
大，其政治立场就越偏左（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２４５、－０．２３７、

－０．２０４、－０．２７０、－０．１９９）；而受非官方媒体影响越大，其政治立场就
越偏右（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２９８、０．３３６、０．１７８、０．１２４、０．２４４）。
这一分析结果支持本文提出的假设２．１和假设２．２。从几个控制变量
来看，网民的年龄在５个模型里均对意识形态倾向具有显著影响。在
爱调研社区用户这一样本群中，年龄越大，意识形态就越偏左；而在所
有网民、新浪微博、爱调研社区和其他用户中，年龄越大，意识形态则越
偏右。考虑到爱调研网注册用户的人口学特征更加接近于普通中国民
众，我们或许可以推测，普通中国民众中年龄越大，其意识形态立场就
越偏左。其他诸如性别、政治面貌、教育水平、收入等级、政治知识水平
等变量在不同样本群中对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存在差异，这表明这些
人口学变量在预测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方面并不稳定。由此可见，公
众日常频繁接触并接受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会对其左右立场的形成产

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阐释公众的威权人格和媒体信息影响力等因素是如何影

响其意识形态立场的，我们用ＡＭＯＳ软件建立了影响中国网民意识形态立
场的因果路径分析模型———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威权人格和媒体影响
是本模型中两个对意识形态立场的形成产生相应影响的主要变量。１１

１１．在ＳＥＭ模型中，“威权人格”“左中右立场”“官方媒体影响力”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都
是潜变量。“威权人格”数字越大，表示威权人格特征越强（该数字不出现在图中）；“左中右立
场”变量数字越大，表示立场越偏右，数字越小立场越偏左（该数字不出现在图中）；“官方媒体
影响力”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两个潜变量的数字越大，表示影响力越大（该数字不出现在图
中）。其中，“官方媒体影响力”由接收并接受央视政治新闻和接收并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
的政治新闻的程度提取而来；“非官方媒体影响力”由接收并接受微博及论坛新闻、小道消息
和海外媒体新闻三个变量提取而来，具体计算方法参见公式１。

如图２所示，其中“左中右立场”是潜变量，也是本模型的内生变量
（因变量），它是从五项指标中提取而形成的新变量。模型中“威权人格”
作为潜变量，也是由六个相关指标提取出来。在本模型中，“威权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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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识形态立场的外生变量（自变量），“官方信息接收—接受度”和
“非官方信息接收—接受度”既是意识形态立场的自变量，也是“威权人
格”的因变量，亦即，在分析过程中我们既要探讨网民对于来自不同渠道
信息的接收—接受程度对于其形成左中右立场的影响，还会探析“威权
人格”对“媒体影响力”的影响，并进一步间接影响意识形态立场的情况。

图２：意识形态立场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

　　注：模型参数：卡方值＝２　２３１．９９６（Ｐ＝０．０００）；ＮＣＰ＝２　１３１．９９６；ＲＭＳＥＡ＝０．０７２；ＡＩＣ＝

２　３３６．９９６；ＣＭＩＮ＝２　３３６．９９６；ＣＦＩ＝０．９１８。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配适度的相关参数判断，总体而言，该模型虽不
十分理想，但仍可接受（模型配适度参数可以参照图２的图下注）。在
本模型中，“威权人格”对意识形态立场影响的回归系数达到了－０．４２
（ｐ＜０．００１）。另外，公众的威权人格还通过其所接收并接受的政治信息
对意识形态立场产生间接影响。具体而言，具有较强威权人格特征的
网民一般也越倾向于接收并接受官方政治信息（回归系数为０．５５，ｐ＜
０．００１），而接收并接受官方政治信息越多，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往往越
偏左（回归系数为－０．３４，ｐ＜０．００１）；网民的威权人格特征越弱，其从
非官方渠道接收并接受的政治信息越也就越多（回归系数为－０．２３，

ｐ＜０．００１），而接收并接受的非官方信息越多，其意识形态立场也就越
偏右（回归系数为０．３８，ｐ＜０．００１）。显然，威权人格强弱对网民选择
并接受官方还是非官方政治信息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从图２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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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看出，“威权人格”和“信息影响力”这两个主要变量对网民意识
形态立场倾向的累计影响达到了０．７，即这两个因素对于意识形态立
场的形成具有７０％的解释度。

五、结论

本文以４　０００多份网络调查问卷为基础，对中国网民的“左”“右”
派在心理特征和社会议题方面的态度进行了素描，并对网民意识形态
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这在国内外尚属首次。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
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本文首次发现，和右派相比，中国的“左派”网民在心理上更具威

权人格特征，更加保守和维护现有社会秩序，也更为抵制后现代社会价值
观。相比于右派，“左派”表现得更加爱国，其民族主义情绪也更强，也更为
排外。而右派相较于“左派”，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问题，更为支持对权力进
行制约。可以说，不管是心理人格层面还是在对待社会政治议题上，“左”
“右”派在大部分领域，均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分析结果也显示，中国
的“左派”和西方的右派在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上大体相似，西方的左派和
中国的右派大体相似，但是他们所支持的具体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却大
不相同。因此，中国的“左”“右”派与西方的“左”“右”派既不完全相同，也不
完全相反，确切地说应该是存在重大差异。从分析中也可看到，中国网民
的立场和观点的对立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并且这一现象随着新媒体的
发展可能会日益加重。不仅如此，笔者认为，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中国
的“左”“右”派也经历了前苏联、俄罗斯那样的转变，当今中国的“左派”与民
国时期的“左派”、毛泽东时代的“左派”存在历史的纽带，但是仅从心理特
征来看，他们和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左派”却存在着很大差别甚至截然
相反。简要但可能不够精确地讲，当今的“左派”在心理上和政治上是保守
的、因循守旧的，但是民国或者毛泽东时代的“左派”却是激进和反叛的。
这种心理上政治上的蜕变可能意味着：当今中国的“左派”和他们追随的
“左派”前辈们已经成为性格迥异的两类人了。
第二，针对中国大众“左”“右”派的形成原因，本文从信息接触和

人格特性两个理论视角进行了实证的检验。这在国内外尚属首次。
根据我们的分析，威权人格在个体“左”“右”派立场的形成中扮演着
基础性的作用，它不仅直接影响着大众的“左”“右”立场的选择，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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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影响了个体对来自不同渠道信息的接收和接受程度。另一方面，
新媒体时代的中国媒体已然分化为官媒和非官媒两类媒体，官方媒
体强化了那些具有“左派”倾向的公众的既有立场而非官方媒体则强
化了那些具有右派倾向的公众的既有立场。我们推测，当信息渠道
和信息自身的倾向都变得更加多元时，个人的心理特性对其意识形
态立场的影响会变得更大，个体对不同信息渠道和不同性质的政治
信息的选择，将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它们。
根据以上研究发现，我们也有如下启示：首先，今后在很多“事实

（或信息）”的认定和政治社会问题的评价和判断上，网民乃至舆论内部
都可能出现争议甚至尖锐对立的情况。由于这种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
个体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意识形态分歧又在很大程度受个体心理特性
的影响，因而通过把信息渠道单一化和信息自身倾向一元化来达到消
解分歧的尝试，其效果可能有限。其次，当今中国的“左派”网民乃至
“左派”公众由于其固有的保守性，或许很难成为社会变革的进步力量。
从心理和思维特性上，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反对改变现状的力量。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碌碌无为。由于“左派”具有明
显的威权人格倾向，对政府权威有着更强的服从、依赖心理，因此当现
政府主动开始推动改革时，他们便可能因为支持政府而赞同改革，在舆
论塑造和传播中发声。作为“左派”政治精英的忠诚支持者，“左派”大
众也可能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与精英们遥相呼应，成为影响当今中国
公共舆论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
本文是以网民意识形态立场作为因变量展开的研究，而对作为自

变量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和参与行为，以及如何塑
造公共舆论等问题尚未做分析。这也为后续研究留下了很多空间。不
过我们预期，意识形态立场在互联网时代已然出现分化，这种分化将成
为影响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抽样的原因，本研究的结
果未必能推广至全体中国公众和“左”“右”派社会各界的政治精英。同
时，还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网民意识形态立场研究是在中国互联网已
经比较普及，普通公众拥有有限的信息渠道选择权的社会条件下展开
的。这一结论在单一信息渠道的封闭社会或者信息可以自由传播的社
会条件下能否成立尚不可知。对于本研究在测量指标、样本抽样等方
面的局限，我们也将在今后逐步完善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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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


